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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元宇宙情境下，何种类别代言人能够提升用户与其互动意愿值得深入探

讨。本文以象征性互动理论为基础，基于元宇宙平台代言情境，通过访谈、线上调研和实

验方法，探究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对潜在用户互动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真人相比，

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对潜在用户互动意愿产生积极影响，即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存

在，且该效应通过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中介。上述主效应受到潜在用户二次元文化

的调节影响，具体来看，二次元文化增强了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非二次元文化则削

弱了这种效应。本文提出了新的代言人类别，为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影响元宇宙平台用

户参与行为提供新的代言情境与理论机制，对元宇宙平台营销推广和品牌传播有一定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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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元宇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沉浸式、与现实世界高度同步、逼真的虚拟世界，用户以数字化

身的形式存在其中，借助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R）、全息影像等交互技术

在虚拟环境中生活（Barrera 和 Shah，2023［1］；吴贺天泽等，2023［2］；喻国明和陈雪娇，2022［3］；张洪

忠等，2022［4］）。2023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 年）》，提出未来元宇宙营销场景是沉浸式、强互动和品牌化。营销应用中，如何

吸引潜在用户参与元宇宙平台是重要议题（Rosário 等，2023）［5］，对提升潜在用户参与元宇宙平

台的营销工具进行刻画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元宇宙为研究情境，探索人工智

能数字人代言对潜在用户与之互动意愿的影响，试图比较其与真人代言在企业营销中的效能

差异。

代言人是企业获得流量、吸引用户参与互动的重要营销手段，然而，鲜有文献将人工智能

数字代言人引入元宇宙研究情境。人工智能数字人是基于人工智能的虚拟人新形式，具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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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模仿人类思维和语言的能力。现有元宇宙营销领域文献主要聚焦在概念界定（Barrera 和

Shah，2023［1］；Duan 等，2021［6］）、消费行为、体验、旅游营销、品牌等定性研究层面（Barrera 和

Shah，2023［1］；Buhalis 等，2023［7］；Dwivedi 等，2023［8］；Rosário 等，2023［5］）。人工智能数字人能够

对消费者态度产生影响，已有文献缺少将人工智能数字人作为元宇宙代言人来探析其有效性

及运行机制的研究。数字人研究尚处探索阶段，有文献关注了数字人的故事营销效果（Sung
等，2022）［9］、消费者与数字人关系（Loveys 等，2020［10］；Silva 和 Bonetti，2021［11］）、数字人理论

（Miao 等，2022）［12］。个别文献探讨了消费者对数字人代言的态度（Li 等，2023）［13］，但没有明确

界定数字代言人的含义，也没有关注元宇宙情境，本文提出新的代言人类别—人工智能数字代

言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Spokesperson）。元宇宙情境下，将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与用户

互动建立理论联系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缺口。

象征性互动理论（Mead，1934）［14］认为，传播者和受众在社会交往中通过符号和象征性身份

表达文化语境，进而建立互动关系，形成共同意义空间（Aksan 等，2009［15］；Blumer，1969［16］；

Jackson 和 Foucault Welles，2015［17］；张卓和高维和，2017［18］）。人工智能数字人的虚拟身份和符号

属性可以满足用户在元宇宙平台中的需求，有助于用户形成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进而提升

用户与其互动意愿，即通过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来形成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进而形成用户

互动意愿这一实现路径。此外，人们对人工智能数字人的看法、接受程度及互动意愿很大程度上

受其自身亚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二次元文化。二次元文化是 Z 世代数字原住民的独特文化，该类

群体偏好虚拟生活方式（Robertson 和 Chirico，1985［19］；陈曦子和刘亭亭，2022［20］）和虚拟人物

（Jørgensen 等，2017［21］；李镓和陈飞扬，2018［22］）。然而，对于非二次元文化群体，他们更关注现

实、真实的客体（陈曦子和刘亭亭，2022）［20］。可以推测，二次元文化可能会影响用户对不同类别

代言人的看法。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二次元文化对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影响用户互动意

愿的调节作用。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真人代言

通过聘请明星、专家等代言来推荐产品、品牌和服务（Goldsmith 等，2000［23］；Halder 等，2021［24］；

Stafford 等，2002［25］；Winterich 等，2018［26］）是企业获得消费者关注的营销策略。真人代言借用名人

知名度、专业性和可靠性，经过广告创意的艺术化呈现和受众的偶像情节、角色置换等心理作用产

生了光环效应（Folse 等，2013）［27］。消费者则把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当成真实世界，在代言人身上

投射各种理想自我表征和情感以满足“粉丝型”身份认同的需求，企业则利用代言人的光环效应促

成消费者与产品、品牌和服务建立联系（Liu 等，2023［28］；莫梅锋和饶德江，2007［29］；周飞等，

2018［30］）。在回顾真人代言文献后发现，其主要研究情境是现实产品、品牌和平台等（Albert 等，

2017［31］；Folse 等，2013［27］；Halder等，2021［24］；范晓明等，2018［32］；范晓明和王晓玉，2017［33］；范晓明和

王晓玉，2017［34］；沈雪瑞等，2016［35］；孙晓强，2008［36］），而对于虚拟现实元宇宙的代言场景和代言人

效应机制研究存在理论缺口。为此，本文将在元宇宙情境下，探讨真人代言与人工智能数字人代

言对用户互动意愿的影响机理。

2.真人代言到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的演化

真人可以代言现实和虚拟的产品或品牌，并且在代言元宇宙平台时，两者不需要同处一个载

体，也就是真人可以在第三方媒介进行元宇宙平台的代言活动。不过，真人代言在满足潜在用户

对于虚拟身份认同和符号互动需求时存在不足，这就导致真人代言元宇宙平台时存在劣势，人工

智能数字人作为代言人可能更加符合潜在用户的心理期待，也更符合虚拟世界元宇宙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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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学界对数字人概念界定也在发生变化，早期的数字人更多被界定为使

用电脑软件控制的虚拟人（Holzwarth 等，2006）［37］。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研究将数字人定

义为具有拟人化外观的数字实体，由人类或软件控制且具有互动能力（Miao 等，2022）［12］，该研究

较清晰地界定了数字人概念，但是未在定义中鲜明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作用，并且仅从该定

义本身很难与现有文献的虚拟人定义（其定义满足拟人化外观、由人类或软件操控、有一定互动能

力）区分开（Callcott 和 Lee，1994［38］；朱华伟等，2022［39］），虚拟人本质上是缺乏人工智能技术的支

持。Sung 等（2022）［9］则在定义中特别强调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关键作用，提出数字人是一种新形式

的嵌入式人工智能对话代理。至此，基于以往代言人和数字人文献，本文提出人工智能数字代言

人的新概念，它是指企业用于推广产品、服务和品牌等的数字仿真人，它是基于人工智能的虚拟人

新形式，具备认知、模仿人类思维和语言的能力，主要以平台为载体来传递企业个性、文化和价

值观。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让数字人更加立体化和生动化，拥有多模态交互能力的人工智能数

字人，能够呈现传统语音对话无法展现的多媒体信息，能够结合视觉技术完成身份识别、手势

识别、情感识别等多项交互任务，让交互过程更丰富、高效（Loveys 等，2021）［40］。技术上，人工

智能数字人能与元宇宙连接，并与受众进行文字、语音等互动。已有文献对数字人代言现实产

品（如衣服）的情境研究（Li 等，2023）［13］发现，当数字人与产品之间存在契合时，消费者会对数

字人代言产生积极的态度，这一结论为本文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积极效应存在提供重要的理

论基础。

3.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元宇宙对潜在用户互动意愿的影响

元宇宙平台是人类运用数字技术（AR、VR、MR 等）构建的，由现实世界映射或超越现实世

界并可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世界，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平台，能够满足用户的

具身体验和虚拟社交互动需求（Barrera 和 Shah，2023［1］；喻国明和陈雪娇，2022［3］；张洪忠等，

2022［4］）。用户在元宇宙场景中产生共鸣的“心流体验”体现了技术对人内心世界的反向建构，

促进了多元化虚拟场景与人主体性之间的耦合（喻国明和陈雪娇，2022［3］；喻国明和苏芳，

2023［41］）。随着元宇宙的沉浸感和临场感的不断增强，人们无需再将现实世界和元宇宙看作是

体验层面上的两个完全不同世界（张洪忠等，2022）［4］，这为同一理论框架下讨论虚拟世界的人

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和现实世界的真人代言提供基础。代言人、被代言对象和受众三个核心主

体理论上应该出现在同一个载体中，这个载体可以是任何第三方媒介，未必要求代言人与用户

都处于元宇宙平台载体中，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与真人代言人均能以企业需要的广告形式出

现在媒介中。

对于元宇宙这种具身属性极强的被代言对象而言，用户的虚拟分身体验需求和身份符号认同

显得尤为突出（吴贺天泽等，2023［2］；张洪忠等，2022［4］）。然而，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相比真人代言

人更能满足潜在用户的分身体验需求和符号意义认同，前者相比后者的虚拟身份可塑性更强、想

象空间更大、受时间地域限制更小，并能够即时与用户互动。根据代言匹配理论（Liu 等，2023）［28］，

可以推测人工智能数字人为元宇宙平台代言效果好于真人代言，进而潜在用户与代言人的互动意

愿得到提升。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相对于真人代言，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元宇宙对潜在用户互动意愿有积极影响。

4.人工智能数字人、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与用户互动意愿

象征性互动理论认为，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是意义的交换，双方基于共同意义空间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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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mer，1969［16］；Jackson 和 Foucault Welles，2015［17］；Mead，1934［14］）。共同意义空间是推动主体之

间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Fraser，1995［42］；周丽和杨露露，

2021［43］），是人们在社交中共同构建的空间结构。共同意义空间认同度越高，人们之间越容易进

行互动（张卓和高维和，2017）［18］，它包括空间依赖、空间身份认同、情感依恋、社交联系四个维度

（Wynveen 等，2012）［44］。然而，元宇宙赋予人们“共创、共享、共治”的价值观（赵国栋等，2022）［45］，

用户能够在“感知空间、构想空间与生活空间”三重空间中互动（喻国明和苏芳，2023）［41］，为用户

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提供条件。因此，本文关注空间身份认同维度，认为其在人工智能数字

代言人影响潜在用户互动意愿中起到中介作用，其他维度会在实证分析中进行机制干扰排除

处理。

对于用户而言，共同意义空间可以影响用户的言论、态度、价值观等（张卓和高维和，

2017）［18］。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接收者双方之间的共同意义空间并不是完整契合的，共

同意义空间认可度决定双方的理解性和互动性（Blumer，1969）［16］。意义的交换是通过符号化和

符号解读来进行的，由于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复杂性以及信息系统的随机性，即使双方处于能

够满足共同意义空间的条件，却依旧无法实现有效传播。只有当主观意愿共识和各自作为信息

系 统 的 参 与 方 对 事 物、人 的 观 点 和 态 度 形 成 共 鸣 后 ，共 同 意 义 空 间 才 算 真 正 形 成（毕 琳 ，

2015）［46］。那么，在元宇宙代言情境中，潜在用户对于不同类别的代言人身份认知和理解存在差

异，这意味着能否形成高质量的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受到用户与代言人之间的共鸣影响。

相对于真人代言人，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能够利用算法分析用户特征及偏好，塑造迎合潜在用

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且因其虚拟形象与潜在用户在元宇宙中寻求虚拟分身和共同文化符号

更加契合，能够激发用户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感，进而影响用户行为，提升互动意愿。人工

智能数字人代言利于提升用户在元宇宙世界中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进而促进他们与代言

人的互动意愿。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解释了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的发生过程。

5.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的边界条件：二次元文化

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能够对潜在用户互动意愿产生影响。事实上，元宇宙属于新兴虚拟生活

方式，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也是虚拟产品，人们对于虚拟事物的接受度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对虚

拟文化偏好的影响。当前，虚拟数字产品的消费主体是 Z 世代年轻人，该群体盛行二次元文化

（Robertson 和 Chirico，1985［19］；陈曦子和刘亭亭，2022［20］）。相比非二次元文化群体，二次元文化群

体对虚拟产品和文化表现出了强烈兴趣，他们的虚拟消费呈现出新特点，并且可以大致归纳为两

类：一类是以虚拟文化 IP 为主题的周边消费（黎杨全，2023）［47］；另一类是虚拟文化产品与实体商家

的联动消费（朱迪和张俊哲，2022）［48］。可以推测，潜在用户群体是否属于二次元文化可能会对人

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产生调节作用。

二次元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其复杂的文化符号和语言特征影响所属群体的生活方式、

偏好和消费习惯等（Chen，2021［49］；林品，2016［50］）。二次元文化建构了一种新型民族主义话语，体

现为游戏化、戏谑化和娱乐化的话语表征，并在虚拟生活中产生情感共鸣（何威，2018［51］；裴幸子，

2023［52］）。从社会学角度（Robertson 和 Chirico，1985）［19］，二次元文化表现为文化资本传播和社会阶

级的身份认同（Gray 等，2017）［53］，人们渴望组建共同体，形成共同体意识（黎杨全，2023）［47］。相比

非二次元文化群体，二次元文化群体更偏好虚拟角色和情节（朱迪和张俊哲，2022）［48］，习惯将虚拟

文化符号化（Ito 等，2012）［54］，喜欢与虚拟人互动（裴幸子，2023）［52］，二次元文化群体更有可能偏好

与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互动而非真人代言人。相反，对于非二次元文化群体来讲，他们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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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抵触与虚拟人互动，难以沉浸在虚拟环境中（陈曦子和刘亭亭，2022）［20］，并且更加偏好真人代

言而非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二次元文化能够对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起

到调节影响，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二次元文化调节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元宇宙对潜在用户互动意愿的影响。具体讲，这一

影响对于二次元文化的用户相对较强，而对于非二次元文化的用户相对较弱。

综上，本文构建了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 研究设计

为揭示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对潜在用户互动意愿的影响机制，本文首先通过访谈法（学生样

本）来初步获取概念和明确研究主题，进而通过调查研究法（社会样本）进行关键假设的检验，最后

通过室内实验（学生样本）进一步提升结论的效度。

1.第一阶段：访谈研究

访谈目的在于通过半结构化问题来获得关键概念、初步了解潜在用户对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

元宇宙平台的看法以及可能的解释机制。

首先，本文对来自某大学的本科生进行小规模访谈（被试者 14 人，男生和女生各 7 名），被试阅

读用于正式调研的问卷内容，包括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情境和真人代言情境①，两种情境各访谈 7
名被试。其次，询问被试以前是否了解过元宇宙（14 名被试均了解过）和人工智能数字人（7 名被试

均了解过）。再次，让被试评价不同类别代言人代言元宇宙平台时，他们与代言人的互动意愿（0=
不愿意，1=愿意）以及通过开放式问题询问原因。最后，询问被试对二次元文化的喜欢程度（1=非

常不喜欢，7=非常喜欢）。

从两组意愿频数来看，共有 8 名被试愿意与代言人互动，其中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组有 5 名，

真人代言组有 3 名。愿意与代言人互动中人工智能数字人占比（62.5%）高于真人，而不愿意与代言

人互动中真人占比（66.7%）高于人工智能数字人，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存

在。接着，整理“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情境的被试回答内容，发现影响被试愿意与代言人互动的

原因有：是自己想要的、符合自己期待的、有归属感的，能够思想寄托的、自己喜欢的；不愿意互动

的原因有：不真实的、不感兴趣和没有意义。结合文献和访谈结果，被试愿意与人工智能数字代言

人互动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共同意义空间”相关（接近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而被试不愿意互

动的原因可能受其自身对虚拟事物偏好的影响，即本文提出的个体亚文化—二次元文化的影响，

并且愿意与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互动的被试对二次元文化的喜爱程度高于不愿意互动的被试

（M 愿意=5.63，M 不愿意=3.67）。

①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正文略去。详见本刊网站登载扩展资料中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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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阶段：调查研究

（1）研究样本和过程。正式的线上调研对象是社会样本，共发放 4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86
份，有效率为 71.5%，有效被试都具备人工智能数字人和元宇宙的基本知识。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人

工智能数字人代言情境和真人代言情境①。然后，测量被试与代言人的互动意愿和共同意义空间

的身份认同。接着，测量被试的情感依恋、社交联系、依赖。此外，还测量了情绪唤醒和加工流畅

度的潜在干扰机制。最后，收集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数据（年龄、收入、性别、职业和教育程度，如

表 1 所示）。

表 1 被试人口特征

年龄

1=18~25 岁

2=26~35 岁

3=36~45 岁

4=46~55 岁

5=大于 55 岁

月收入（单位：元）

1≤5000
2=5001~8000

3=8001~11000
4=11001~14000

5≥14001
性别

0=女

1=男

比例

46.5%
23.4%
13.7%
9.4%
7.0%
比例

52.4%
26.6%
11.2%
6.3%
3.5%
比例

57.3%
42.7%

教育程度

1=高中以下

2=高中/中专

3=本科/大专

4=硕士

5=博士及以上

职业

1=公司职员

2=公务员

3=学生

4=个体

5=退休

6=其它

比例

1.4%
5.6%

85.7%
3.8%
3.5%
比例

31.8%
21.0%
29.0%
14.3%
0.4%
3.5%

（2）变量测量。问卷中的主要变量测量是根据以往成熟量表改编（如表 2 所示）。为检验变量

的测量信度，在正式问卷调查之前进行了预调研，结果表明核心变量 Cronbach 的 α 值均大于 0.70，
主要变量相关性方向与预测一致。

①被解释变量。用户互动意愿的测量借鉴 Smith 等（2020）［55］研究的两个题项量表（1=非常不

同意，7=非常同意）。

②解释变量。元宇宙代言人类别（人工智能数字人/真人）的测量采用二值变量，人工智能数字

代言人编码为 1，真人代言人编码为 0。
③中介变量。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测量借鉴 Wynveen 等（2012）［44］的三个题项量表（1=非

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①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正文略去。详见本刊网站登载扩展资料中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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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调节变量。二次元文化的测量采用二值变量，被试自我汇报是二次元文化的被编码为 1，自
我汇报不是二次元文化的被编码为 0。

此外，本文控制了参与者的性别、年龄、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变量以保证模型的有效性。

表 2 变量和测度

变量

用户互动意愿（UWI）

元宇宙代言人类别（MEC）

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

（ISCM）

二次元文化（TDC）

题项

该人工智能数字人为元宇宙平台代言时，我会喜欢这个代言人

该人工智能数字人为元宇宙平台代言时，我愿意与这个代言人进行互动

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编码为 1，真人代言人编码为 0
该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时，让我觉得在元宇宙平台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该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时，我觉得我的身份能够反映在元宇宙平台中的某个空间

该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时，我觉得访问元宇宙平台中的某个空间能够表明我是谁

自我汇报是二次元文化的被试编码为 1，自我汇报不是二次元文化的被试编码为 0
（3）计量模型。本文模型设定是元宇宙代言人类别对用户互动意愿的估计（用以检验假

设 H1）：

UWIi = α 0 + α 1 MECi + αkControlsi + εi （1）
为验证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ISCM）传导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人（真人代言人）与用户互

动意愿之间关系的这一假设（用以检验 H2），本文设定以下中介模型：

ISCM i = β0 + β1 MECi + βkControlsi + μi （2）
UWIi = γ0 + γ1 ISCM i + γkControlsi + ρi （3）

UWIi = δ0 + δ1 MECi + δ2 ISCM i + δkControlsi + σi （4）
为验证二次元文化（TDC）对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了元宇宙代言人

类别与二次元文化交互项对用户互动意愿的估计模型（用以检验 H3）：

UWIi = θ0 + θ1 MECi + θ2TDCi + θ3 MECi∗TDCi + θkControlsi + τi （5）
四、 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主要使用 Stata 和 SPSS 软件来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变量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如表 3 所示。此外，本文进行 Herman 单因素方法检验，结果显示单一因素的解释比例不超过 25%，

低于 50% 的限制，排除了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 10
的限制，排除了变量之间的严重多重共线性影响。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1.UWI

2.ISCM

3.MEC

0.91
0.92

-

0.84
0.74

-

-
1.78
1.07

4.75
4.89
0.50

1.47
1.47
0.50

1
0.65***

0.14*

1
0.16** 1

变量 CR AVE VIF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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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DC

5.性别

6.年龄

7.收入

8.教育

9.职业

-
-
-
-
-
-

-
-
-
-
-
-

1.06
-
-
-
-
-

0.54
1.57
2.07
1.82
3.02
2.41

0.50
0.50
1.27
1.08
0.54
1.27

0.20***

-0.08
0.09
0.04

-0.05
0.01

0.10
-0.15**

0.17**

0.09
-0.02
-0.07

0.16**

-0.01
0.08
0.05

-0.07
0.00

1
0.07
0.05

-0.05
-0.01
0.05

1
-0.15*

-0.13*

-0.00
0.14*

1
0.16**

0.07
-0.14*

1
0.46***

-0.11
1

-0.12* 1

续表 3
变量 CR AVE VIF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注：*、**和***分别表示 p < 0.05、 p < 0.01 和  p < 0.001
2.假设检验

各模型 OLS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第（1）列和第（2）列预测元宇宙代言人对用户互动意愿的影

响，第（5）列和第（6）列预测元宇宙代言人类别与二次元文化交互项对用户互动意愿的影响，第（7）
列和第（8）列预测元宇宙代言人对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影响。

表 4 用户互动意愿和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回归分析结果

性别

年龄

收入

教育

职业

MEC

ISCM

TDC

MEC×TDC

R2

0.42*

（0.17）

0.02

-0.18
（0.18）

0.09
（0.07）

0.06
（0.10）

-0.17
（0.14）

0.03
（0.07）

0.38*

（0.18）

0.04

0.05
（0.14）

-0.01
（0.06）

0.00
（0.07）

-0.08
（0.10）

0.06
（0.05）

0.66***

（0.05）

0.43

0.05
（0.14）

-0.01
（0.06）

-0.00
（0.07）

-0.07
（0.10）

0.06
（0.05）

0.12
（0.13）
0.65***

（0.04）

0.43

-0.22
（0.18）

0.08
（0.07）

0.08
（0.09）

-0.19
（0.14）

0.02
（0.07）

0.29
（0.18）

0.56*

（0.17）

0.07

-0.18
（0.15）

0.01
（0.06）

-0.01
（0.08）

0.09
（0.13）

0.04
（0.06）
-1.30***

（0.22）

-0.93***

（0.24）
3.03***

（0.30）
0.32

-0.35*

（0.18）
0.16*

（0.07）
0.12

（0.10）
-0.20

（0.16）
-0.04

（0.07）

0.05

-0.35*

（0.18）
0.14*

（0.07）
0.10

（0.10）
-0.15

（0.17）
-0.04

（0.07）
0.40*

（0.17）

0.07

变量
用户互动意愿

（1） （2） （3） （4） （5） （6）
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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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值 6.04 1.97+ 38.18*** 33.28*** 3.91*** 22.00*** 2.95* 3.94***

续表 4

变量
用户互动意愿

（1） （2） （3） （4） （5） （6）
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

（7） （8）

注：+、*、**和***分别表示 P<0.1、p<0.05、p<0.01 和 p<0.001，括号为稳健性标准误，下同

（1）直接效应检验。本文假设 H1认为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元宇宙对用户互动意愿有积极影响。

依据上文的模型（1），在控制个体特征变量情况下，表 4第（2）列结果表明（在第（1）列基础上增加控制

变量），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元宇宙对用户互动意愿有正向影响（系数为 0.38，t=2.18，p<0.05），初步验

证了本文的核心假设 H1，即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存在。进一步分组统计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数

字人代言相比真人代言对用户互动意愿的影响更明显（M 人工智能=4.96，M 真人=4.54）。

（2）中介效应检验。本部分旨在验证假设 H2 中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解释机制。依据上

文模型设定（2）~（4），参照 Baron 和 Kenny（1986）［56］方法进行中介分析。表 4 第（7）列和第（8）列

结果表明，在约束控制变量后，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对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

（系数为 0.40，t=2.32，p<0.05）。表 4 第（3）列结果表明，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对用户互动意愿

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 0.66，t=14.46，p<0.001）。当代言人类别与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被

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时（表 4 第（4）列），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对用户互动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系数

为 0.12，t=0.13，p=0.36），而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对用户互动意愿仍有显著影响（系数为 0.65，
t=14.56，p<0.001）。因此，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即假设 H2 得到验证。为

进一步检验机制假设的稳健性，本文还使用 bootstrap 中介检验方法，结果表明，共同意义空间的

身份认同在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与用户互动意愿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b=0.26，SE=0.12，95% CI 
［0.0410，0.5071］），并且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对用户互动意愿影响不显著（b=0.12，SE=0.14，95% 
CI ［-0.1454，0.3882］），这表明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H2 再次得到

验证。

（3）替代解释机制排除。由于共同意义空间包含多个维度，为此本文还将排除情感依恋、社交

联系和依赖三个维度的机制干扰。此外，人们对不同类别的代言人可能会产生情绪和信息处理上

的不同反应，为此，本文还排除情绪唤醒和加工流畅度的潜在解释机制影响。因此，本文将进行多

重中介检验，发现只有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间接效应显著（b=0.12，SE=0.06，95% CI ［0.0166，
0.2593］），而情感依恋（b=0.02，SE=0.03，95% CI ［-0.0185，0.0865］）、社交联系（b=0.04，SE=0.03，
95% CI ［-0.0126，0.1104］）、依赖（b=-0.01，SE=0.03，95% CI ［-0.0787，0.0415］）、情绪唤醒（b=0.03，
SE=0.03，95% CI ［-0.0161，0.1067］）和加工流畅度（b=0.03，SE=0.03，95% CI ［-0.0223，0.1040］）的

间接效应均不显著。

（4）调节效应检验。假设 H3提出二次元文化调节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元宇宙与用户互动意愿

之间的关系。依据上文模型设定（5），在约束相关变量基础上，表 4 第（6）列结果表明（在第（5）列基

础上增加约束变量），代言人类别与二次元文化的交互项对用户互动意愿有显著影响（系数为 3.03，
t=9.95，p<0.001）。进一步，本文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在将调节变量均值化处理后，通过加上或减去

一个标准差，观察不同水平下影响效应的差异。图 2 列示了这一调节效应：对于二次元文化群体

（M+1SD），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元宇宙对用户互动意愿的影响较为明显（系数为 0.63，t=8.88，p<
0.001），而对于非二次元文化群体（M-1SD），这一关系负向显著（系数为-0.40，t=-5.66，p<0.001）。

因此，假设 H3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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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交互项对用户互动意愿的调节图

五、 进一步研究

访谈研究和调查研究证明了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的存在，并揭示了关键机制共同意义空

间的身份认同，为进一步验证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和机制的稳健性，本文的实验研究部分将

改变研究思路、设计和相关核心变量的测量。一是调整研究思路。访谈法和调查法的研究思路是

考察人工智能数字人/真人代言元宇宙对用户互动意愿影响的组间差异，但是这些潜在用户并没有

实时体验元宇宙。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实验研究将围绕用户对元宇宙平台代言人选择偏

好的组内竞争研究思路来证明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即通过让用户真实体验元宇宙平台来选

择他们偏好的代言人。二是实施情境操控。相较于访谈和调查研究，实验研究让被试真实体验元

宇宙平台。此外，访谈和调研中人工智能数字人操控相比真人操控多出视频刺激，可能会产生虚

高效应，实验研究中将不对人工智能数字人进行视频刺激。三是调整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为

进一步验证元宇宙情境下，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相比真人代言的高效性，实验中将被解释变量变

为被试对元宇宙代言人偏好的选择（0=真人，1=人工智能数字人）。同时，为验证用户选择代言人

的原因，将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作为解释变量。

1.方法

（1）设计和被试。实验采用单情境组内设计，刺激对象选择了已与国内高校合作的元宇宙平

台，并且被试也来自这所高校。本次实验共招募 60 名在校大学生，有效被试 49 名（67.3% 女性，

M 年龄=20.2 岁，SD=1.04）。

（2）过程和刺激。首先让被试阅读有关元宇宙的文字，然后让被试点击链接进入“泛境”元宇

宙平台进行真实体验，用户进入元宇宙平台后首先进行虚拟身份人物特质设置，然后可以选择不

同场景进行游览和互动（如校园、宇宙、文旅等），还可以创建或选择进入不同的房间与其他用户的

虚拟分身进行交流①。体验结束后，让被试阅读有关元宇宙平台品牌代言方案的内容，让被试对元

宇宙代言人偏好做出选择。接着，测量被试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感。随后，让被试填写个人

信息（性别和年龄）。

2.结果与讨论

（1）元宇宙代言人偏好。逻辑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程度对元宇宙代

①　部分互动场景正文略去。详见本刊网站登载扩展资料中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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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偏好有显著影响（系数为 4.73，Wald=8.89，p<0.01）。其中，高身份认同群体中，选择人工智能

数字人代言的比例为 95.8%，而低身份认同群体中，选择真人代言的比例为 88.0%。这表明人工智

能数字代言人效应存在，并且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起到关键作用。

（2）讨论。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用户在选择元宇宙代言人时更偏好人工智能数字人，这再次证

明了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的存在，侧面揭示了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作为关键机制的解释

作用。

六、 结论与展望

1.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既往代言人以及数字人领域的文献成果，创新性地引入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这一

前沿形式，将研究视野锚定于元宇宙背景之下，深度剖析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对潜在用户互动意

愿的影响机制。为达成这一研究目标，综合运用访谈、调查以及实验三种研究方法，有如下主要

发现：（1）于元宇宙平台代言情境之中，相较于传统的真人代言模式，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展现出

独特优势，潜在用户与之互动的意愿呈现出显著提升态势，由此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人工智能数字

代言人效应。这一关键结论为元宇宙平台运营者在甄选契合且高效的代言人环节提供了坚实可

靠的理论根基，助力其优化代言策略，实现元宇宙平台与用户的深度交互。（2）依托象征性互动理

论的学理支撑，本文揭示了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作为驱动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的核心

解释机理，该机制的发掘为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如何有效吸引潜在用户与元宇宙平台展开良性

互动筑牢了理论基石。与此同时，通过严谨的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本文还排除了共同意义空间

的其他维度，以及情绪唤醒和加工流畅度等潜在机制可能带来的干扰因素，确保研究结论的精准

性与科学性。（3）从消费者亚文化的独特视角切入，本文发现二次元文化对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

效应的边界影响。具体而言，相较于非二次元文化群体，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在二次元文化

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一发现为元宇宙平台精准把握不同亚文化群体的消费偏好，针对性

地制定营销策略提供了关键指引，有助于深挖细分市场潜力。（4）借助实验研究，进一步佐证了在

元宇宙代言情境下，潜在用户在代言人抉择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人工智能数字人而非真人，这

一结果从侧面再度证实了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的客观存在，强化了本文结论的可信度与普

适性。

2.理论价值

一是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学理概念，于学术与实践的交融界面，为代言

人互动营销及传播策略的纵深发展赋予了全新见解。纵观代言人模式的演进脉络，呈现出从“真

人代言”（Albert 等，2017［31］；Folse 等，2013［27］；Halder 等，2021［24］；沈雪瑞等，2016［35］）向“虚拟人代

言”（Callcott和 Lee，1994［38］；朱华伟等，2022［39］）再到“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的迭代轨迹。本文推动

代言人效应实现关键跃迁，为数字营销全域及虚拟平台传播生态贡献了突破性的新概念，开启全

新研究范式。回溯文献可知，真人代言人与虚拟代言人的概念历经学界与业界的反复打磨，已然

相对成熟且达成广泛共识，构建起较为稳固的理论框架。然而，聚焦数字代言人范畴，相关概念尚

处混沌初开的理论探索阶段，既有定义普遍存在界定模糊、内涵不明等问题。鉴于此，本文立足代

言人和数字人两大基石性概念，重新锚定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的内涵边界，填补了这一领域的概

念缺口。此外，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对用户互动意愿影响的全新要素，为元宇宙营销实

践在吸引用户、激发互动等关键环节提供了理论基础，有望重塑元宇宙营销的策略框架，推动该领

域迈向新的理论发展高度。

二是在学术探索的前沿领域，实现了对象征性互动理论应用范畴的拓展，尤其聚焦于元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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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代言这一新兴情境。回溯学术史，传统的象征性互动理论在过往研究中，其解释范畴大多锚

定 于 现 实 情 境 ，比 如 名 胜 古 迹（Proshansky，1983）［57］、标 志 性 建 筑（Twigger-Ross 和 Uzzell，
1996［58］；Wynveen 等，2012［44］）、人际关系（Jonathan 等，2011）［59］和心理健康（Kathy 等，2013）［60］

等。本文引入象征性互动理论，深度剖析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元宇宙这一新兴领域，聚焦于其

如何影响潜在用户的互动意愿。人工智能数字人作为前沿科技与创新营销模式融合的产物，

成为连接虚拟世界与现实用户的关键纽带。借助象征性互动理论的独特视角，我们能够拆解

这一复杂的互动过程。从符号象征层面来看，人工智能数字人自身的形象设计、言行举止乃至

所传递出的品牌理念，都构成了一系列丰富且多元的符号系统。潜在用户在接触这些符号时，

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依据自身过往的经验、知识储备以及当下的情境需求，主动赋予这些符号

特定的意义。

三是揭示了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效应的传导机理，即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该机制合理

解释了在元宇宙场域中，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能够让用户有更高的共同意义空间认同感。回溯过

往研究，有关共同意义空间的文献大多拘囿于现实视角（Gustafson，2001）［61］，比如，人们对现实地

点 产 生 的 地 理 认 同（Proshansky 等 ，1983）［57］、地 理 依 恋（Milligan，1998）［62］和 地 方 归 属（Hay，
1998）［63］，与之相较，本文将共同意义空间的探讨拓展至元宇宙代言情境，补充了虚拟视角下的理

论缺口。不仅如此，本文还发现二次元文化的理论边界，找到二次元文化元素与人工智能数字代

言人效应的内在契合点，进一步丰富亚文化理论应用场景（Robertson 和 Chirico，1985［19］；陈曦子和

刘亭亭，2022［20］），构建起多元的理论联系架构。

3.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证明了在元宇宙情境下，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相比真人代言对用户互动意愿有更

积极的影响，这一关键结论可以为元宇宙平台管理者提供策略启示：以往文献证实了真人代言于

现实环境之中，凭借其真实可感的形象、情感共鸣等特质，能够达成良好的营销成效，在品牌推广、

客户吸引等诸多领域发挥关键效能，构筑起相对稳固的理论实践体系。然而，当场景转换至元宇

宙空间，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凭借其天然的虚拟适应性、高度定制化以及科技感加持等优势，在激

发用户互动意愿层面展现出超越真人代言的卓越表现。据此，对于虚拟平台管理者而言，在代言

人抉择的关键节点，绝不能因循守旧，单纯依赖过往真人代言的成功经验而盲目决策。相反，应当

秉持审慎且科学的态度，深度剖析企业自身所独具的虚拟特征，诸如品牌在元宇宙中的虚拟形象

定位、技术应用倾向等，同时精准洞察目标用户群体在元宇宙情境下的需求特征，涵盖用户对虚拟

形象审美偏好、互动体验期待等多元维度。唯有如此，方能精准筛选出诸如人工智能数字人这类

契合企业发展战略与用户心理预期的优质代言人，进而在元宇宙营销浪潮中抢占先机，实现平台

与用户的深度互动与协同发展。

其次，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数字代言人有利于潜在用户产生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认同，元宇宙

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将现实世界映射到虚拟世界中，以同时满足用户对于现实和虚拟的双重需求，

基于共同意义空间的高度身份认同，让用户参与元宇宙世界建设，形成强黏性。共同意义空间的

身份认同机制发现，还能助力企业深入探究用户内心深处的心理感知。例如，当用户面对一个时

尚领域的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时，他们可能会基于自身对时尚的理解、向往以及对数字人所展现

出的时尚风格评判，产生诸如认同、向往或是质疑等不同的心理反应。通过细致入微地分析这些

心理变化，企业便能为精准洞察用户对元宇宙中各类虚拟事物的理解搭建稳固的理论阶梯，为后

续更深入的研究、更有效的营销策略制定提供坚实依据。

最后，本文对二次元文化理论边界的发掘，为平台营销者在代言市场细分以及精准洞察用户

需求满足维度方面，呈上了极具价值的决策依据。具体而言，在市场细分策略层面，平台能够以多

178



2025 年   第  3 期

元的亚文化形态，诸如二次元文化、复古文化等为分类标尺，对代言市场展开精细化切割。以二次

元文化为例，其拥趸群体往往展现出鲜明独特的消费符号与审美偏好，他们在现实场景中，通常借

助特定服饰彰显群体归属，诸如对 JK 制服、Lolita 服饰以及 Cosplay 装扮青睐有加。同理，复古文化

爱好者则多聚焦于汉服、唐装等传统服饰，借由服饰承载的历史韵味与文化记忆表达自我。平台

通过捕捉此类外在表征，精准识别顾客所属的亚文化阵营，进而实现代言市场的靶向定位。此外，

鉴于新生代作为数字原住民对二次元文化呈现出的显著偏好倾向，平台企业可从消费特征维度着

手，勾勒精准的用户特质画像。依托大数据分析、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深度挖掘二次元文化群体

在消费行为、兴趣偏好、互动习惯等多方面的特质，进而围绕人工智能数字人所蕴含的身份标识、

语义内涵以及独特的文化符号，搭建起与潜在用户需求之间的精准匹配桥梁。通过个性化、沉浸

式的互动体验供给，有效激活用户的参与热情，最终达成平台引流与用户黏性提升的双赢局面，为

平台在亚文化营销领域开辟全新航道。

4.研究不足与展望

有关人工智能数字人和元宇宙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虽然对现有研究做出了理论补

充，但仍有诸多不足。第一，元宇宙平台正在快速发展，影响用户对元宇宙平台参与行为的因素较

多，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相比其他因素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本文没有给出明确回答，未来研究可

以对比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贡献和效率。第二，机制揭示方面。本文揭示了共同意义空间的身份

认同机制，也排除了共同意义空间其他维度的干扰影响，但共同意义空间是一个复杂和高阶的学

理概念（范晓明和林立文，2024）［64］，未来可以讨论不同维度之间是否存在顺序中介作用或者考虑

理性和情感并列双中介作用（范晓明等，2019）［65］。第三，理论边界方面。本文仅关注了个体层面

的亚文化调节作用，边界的发现应该多维度化，比如还可以从人工智能数字人特征方面（美感），平

台特征方面（范晓明等，2021）［66］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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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rapidly evolving landscape of the metaverse，understanding effective endorsement strategies has become 
crucial for optimizing user engagement.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ich endorser categorie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users’ willingness to interact within virtual environments warrants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is 
knowledge gap by examining the underexplored potenti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human endorser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human representatives. Grounded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whi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hared 
meanings in social exchanges，the study investigates how virtual interactions mediated through digital entities might 
fundamentally differ from conventional human-to-human endorsement paradigm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posits that 
metaverse environments create unique symbolic spaces where hum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human interactions 
could develop distinct patterns of meaning-making and identity formation.

Methodologically，this investigation employs a tripartite approach combining qualitative interviews，quantitative online 
surveys，and controlled experimental designs. The multi-phase research strategy wa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capture both 
subjective user perceptions and measurable behavioral intention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arly metaverse 
adopters，researchers identified key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virtual interactions. Subsequent online research 
quantified these qualitative insights across broader demographics，whil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response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human versus human endorsers.This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 strengthens the 
validity of findings by cross-verifying results through different data collection approaches while maintaining ecological 
validity for metaverse environment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 two significant insights. Firstl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human endorsers 
demonstrate superior effectiveness in enhancing potential users’ interaction willingness compared to human counterparts，
confirming the existence of what the study terms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human endorser effect.” This 
phenomenon operates through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shared meaning space identity - a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where 
users perceive digital entities as occupying a common symbolic framework within virtual environments. Secondly，the 
research identifies anime culture as a critical moderating variable. Users with strong affinity for anime aesthetics and 
narratives exhibited amplified positive response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human endorsers，while those without such 
cultural orientation showed diminished effects. This cultural moderation suggests that metaverse platforms might benefit 
from segmenting users based on cultural preferences when deploying digital endorsers.

These findings carry substanti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metaverse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marketing literature by establish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humans as a distinct endorser category 
with unique psychological impact mechanisms. Practically，the results guide metaverse platforms in optimizing their 
marketing strategies through culturally-aware deployment of digital endorsers. For brand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s，the 
research provides actionable insights into designing virtual endorsement campaigns that leverage shared meaning spaces 
while accounting for user cultural background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could explore additional moderating variabl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familiarity or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digital endorsement effectiveness，potentially leading to 
more sophisticated model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human interaction in virtual environments.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human；endorsement；metaverse platform；common meaning space identity；anim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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